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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代中国电影奖评选与
民众电影生活构建

段 运 冬
(西南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电影奖的评选是１９８０年代中国电影生产中的重要事件.通过鲜活的电影史实,从电影生产机

制角度出发再现该时段的评奖活动,可以还原电影评奖对民众电影生活的介入.以制约电影产业发展的核心

问题———观众电影生活的重建———为关切对象,可以在更为宽广的学科基础上呈现电影与民众文化生活的

关系,破除圈定于导演与作品的传统史学理路,从而在现实性与历时性之间、在美学性与社会性之间拓展电影

史学的增长空间,发掘历史问题中的现实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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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评奖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电影生产中的重要事件.“政府Ｇ金鸡Ｇ百花”是我国首次出现

的立体化、规模化的本土电影评奖体系①,奠定了中国电影的评价和奖励格局,影响至今.该时段

电影评奖体系的实施和运作,更大范围地调动了观众的观影热度,通过电影对民众生活的介入、电
影生产机制之间的密切互动,共同塑造了８０年代独特的电影文化生态.然而,传统的电影史写作

却对此着墨不多,主要是对第四代、第五代作品的关注,确立的是“新浪潮”电影观主导下以电影语

言为中心内核(美学品质)、以导演(艺术家)为范式的新陈代谢之代际观念②.依据这种潜在的史

学逻辑,除少数第三代、第四代导演暗合“新浪潮”精英意识的电影得以进入主流叙述之外,其间颇

受观众欢迎的“百花奖”影片,甚至一部分代表专家意见的“金鸡奖”作品,由于与精英电影史学观念

的隔膜而与传统电影史(观念与实践)保持着较大距离.但是,随着电影产业的强势推进,国民文化

生活、精神气质(与传统“国民性”有交集,但不可将之替代)之重要性愈加突显.电影史学研究如果

局限于美学、诗性或形式因素的探查,严守旧有学科主体,就只会画地为牢,错失学科领域延展,无
法在艺术(文化)现实问题面前发挥应有功效.１９８０年代确立的电影生产机制,尤其是评奖机制,

①

②

关于中国电影的评奖,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时为上海«新闻报»编辑的歌词作家陈蝶衣在«明星日报»创刊号上发起“电影皇后选

举大会”,开始了电影奖项的评选,并于３月２８日举办“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为入选者胡蝶颁发“电影皇后”桂冠.严格说来,民国时

期的此次评奖,由于奖项单一,无法承担电影奖评审的全部功效,而更多偏向时尚事件的运作.

一定意义上,仅仅把历史叙述主体锁定在导演身上,进而确立的是以导演(导演创作及作品)为中心的代际传递观念,即使旁

涉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面对强大的社会合力,在丰富鲜活的社会性材料面前,这种观念仍是真空化、简单化的,极不利于电影本身的

思考,即便是美学上的反省亦为如此.参见:王吴军民国时期的“百花奖”:“电影皇后”评选活动[J]湖北档案,２０１３(６):４２Ｇ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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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是中国电影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电影生产的产业转向中却功效渐弱.如何重新反思

电影传统,还原被遮蔽的史学事实,跟进现有电影生态的新特点,思考电影生产机制的转型,发挥电

影在传统大国复兴语境下对观众生活的引领作用,理应成为电影管理部门、生产组织乃至学术界的

重要话题.为此,研究８０年代电影奖评选与民众电影生活构建,就显示出极为重要的史学价值和

现实意义.

一、电影评奖与观众电影生活

新中国电影奖评选发端于１９５７年,目的是“为了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繁荣影片生产,提
高影片的艺术质量,使影片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化部决定给予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间

的优秀影片奖励.评奖范围包括开国以来至１９５５年年底首轮上映过的各种国产影片和译制影片,
包括各国营制片厂、八一制片厂、公私合营与私营制片厂的出品,以及香港摄制的进步影片”,“除此

次评奖以外,文化部还决定对‘五四’以来的优秀影片进行奖励;１９５６年以后的影片,将每隔若干年

奖励一次”[１].业界通常把由此开始的评奖称为文化部优秀影片评奖,后简称“政府奖”.后因故中

断,１９８０年恢复,１９８５年更名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１９９４年定名为华表奖.在文化部

实施优秀影片评奖的同时,深感“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艺术

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２],周恩来在中宣

部、文化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史称“新侨会议”)时,提议创办群

众性电影评奖,旨在“为了鼓励工农兵方向下的优秀影片,促进电影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因此,
“«大众电影»将举办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国产影片群众性评选,并按照群众评选结果给予优秀影片以

奖励,定名为‘百花奖’”,“通过百花奖要创作更多的各种题材、多样风格的好影片,满足广大群众的

需要”.依照百花奖的实施原则,«大众电影»杂志社开始了第一、二届百花奖的评选,当即取得了出

人意料的成功,但在“文革”期间停止了评奖.百花奖恢复于«大众电影»复刊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８０
年.至此,电影生产的“政府话语”和“人民话语”都得到了体现和实施.在评选过程中,另一个问题

出现了.“从电影话语权趋于群众化、民主化的走向来看还缺少一个重要声音,那就是电影艺

术家和电影评论家这个群体.这种状态很不正常放眼国际影坛除极少数的由观众投票评

选外,绝大多数均由若干电影专家(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评选.”为此,“１９８０
年百花奖恢复、政府奖创立之后,长期主持电影工作的夏衍、陈荒煤就有创建专家奖的设想,电影专

家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３],因１９８１年为鸡年而命名为“金鸡奖”.
“政府Ｇ百花Ｇ金鸡”三奖评选体系的诞生,实质上是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在电影生态上的逐渐

完善.首先是需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形成新的艺术风貌,解决“文艺作品给谁

看的问题”,最终促成艺术与“新社会”的无缝衔接.文化部“优秀影片的评选”便是以新的文艺方针

检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电影创作,这种检视自上而下,以行政为主导.但电影作为“文化治理”(意
识形态)与“人民接受”(群众评价)的中介,一方面要进行体制的新转型,适应新的意识形态要求,另
一方面还需要得到民众的欢迎,这是一个艰巨过程.“新桥会议”通过对民众的重视而调整电影政

策,突显了电影生产中的人民话语.“百花奖”的大规模评选就是依据电影的生产特性去还原“人
民”(观众)在电影生产中的位置.这样,增加电影界与民众的互动机会,也为电影生产机制和电影

主管机构寻找到电影介入民众生活的有效途径.
对８０年代电影评奖进行研究,以发现民众电影生活为突出话题①.纵观电影与观众的关系②,

①

②

之所以使用“民众的电影生活”,是因为专业学科(电影学、传播学)内所提观众的电影生活,在中国语境中不具备知识上的衔

接性,“民众”一词更切合我国的实际语境.但是,对于具体的电影观看,笔者仍采用“观众”而不是“民众”一词.

美国已故电影理论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米莲姆汉森(MiriamHansen)在１９９３年秋季卷的«银幕»杂志上,撰文讨论了不同时

期电影对公共氛围的置放问题.参见:HANSEN M．Earlycinema,latecinema:thepermutationsofpublicsphere[J]．Screen,１９９３(３):

１９７Ｇ２１０．



电影介入并建构观众的文化生活(２０世纪２０至４０年代的上海①、６０年代“英雄电影”的放映②)一
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现象,但要像１９８０年那样以２９２亿人次的电影观众大规模、大范围地介

入国民文化生活,不仅史无前例,也几乎不再可能.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大众电影»杂志及以它为依

托的百花电影奖密不可分.当时,“世界四大通讯社同时发出的一则消息:‘世界上以一种文字发行

的刊物,发行量最大的是北京的«大众电影».’９６５万份的发行神话,至今无人超越”③,在发行量上

完全可以傲视美国«读者文摘»[４];«大众电影»杂志社依托已有平台,发动观众参与电影评奖,推出

观众喜爱的电影作品,拉近了电影界与观众的关系,甚至出现了“«大众电影»是他俩的介绍人”[５]等

具有中国味道的温情故事,显示出电影杂志对观众日常私人生活的渗透,诚如电影评论家章柏青所

言:“报道中国电影的«大众电影»杂志每期发行量突破９００万.那时,出行难,该社的记者只要手持

一摞«大众电影»,便成了通行证,买车票,找旅馆,畅通无阻８０年代初的中国电影与中国社会

紧密相连,与人民大众的意志、愿望、喜怒哀乐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生龙活虎、蓬勃向上的社会

气氛中,在鲜活、灵动、激情澎湃的艺术情境里,被遏制了十几年的创造力犹如火山般地爆发.”[６]可

以认为,中国电影史上电影生态机制的各种端口,如电影评奖、电影刊物、明星等从业人员与观众如

此密切的关系是无法逾越的高峰,甚至以这样的修饰词来形容这种关系一点也不为过:温暖而发自

肺腑.
然而,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电影学术界大多集中于电影期刊、大众文化(包括由此衍生的视觉

文化)、电影批评、大众美学、电影评奖制度等方面,较少涉及“百花奖”的讨论,仅有的只是一些片断

性回忆.这些研究在一定时期最为典型地“希望通过对«大众电影»历史上三次地点的变更,«大众

电影»(１９７９－１９８９)编辑形态的构成以及«大众电影»(１９７９－１９８９)与国家电影之间关系的分析,尝
试去解开«大众电影»(１９７９－１９８９)是如何制造８０年代观众的观影趣味,它又是如何通过编辑话

语,把政治要求变成大众日常的思想形态”[７],均显示出对中国电影发展史或电影史学建构的学术

价值.这样的学术努力,更多指向«大众电影»,即便“百花奖”和«大众电影»有一定的同构性,但电

影评奖与电影刊物具有的功效,在电影生产机制上差异性显著.因而,跳出电影史学研究的精英主

义范畴,打破“美学的电影史”“技术的电影史”“经济的电影史”“社会的电影史”[８]３６Ｇ３８的叙述对象设

定,还原历史风貌,思考电影与民众生活的建构,尤其是在传统大国复兴语境下电影如何介入与塑

造现代公众具有文化延续性的迷人的文化生活,１９８０年代“百花奖”的评选显然不能轻视.
需要强调与说明的是,电影与民众生活的建构并不是传统电影史研究之“社会的电影史”的附

和乃至延伸.按照罗伯特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里的观点,“社会的电影史”主要关注的是:“(１)
谁拍摄了电影,为什么拍摄? (２)谁观看了电影,如何观看的,为什么观看? (３)什么内容被观众注

意到了,如何注意到的,为什么这样注意呢?”[８]３８该问题的详细阐释出现于该书第７章,对上述三个

问题与电影研究中的生产史、观众史、文化记录史、社会机制及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细分和讨论.
就本文内容而言,与“社会的电影史”完全割裂显然不可能,但“社会的艺术史”关注作为社会文化实

践的电影,与支持社会文化实践的电影史学在知识质感上具有较大断裂.米莲姆汉森在研读了

奥斯卡内格特(OskarNegt)和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Kluge)的«公共氛围和体验:关于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公共氛围的分析»④之后,受到哈贝马斯的启发,“把早期电影视为现代主义的媒

①

②

③

④

来自历史学背景(中国近代史)的专著、硕士论文注意到了２０世纪前期上海电影与生活关系的问题.参见:李长莉 中国人

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汪旭娟近代上海电影与生活关系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D] 上海:上海大

学,２００１;沈盼盼电影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民生活[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２０１２;等.

倪震教授在«电影与当代生活»一文中,讨论了电影如何表现当下的生活状态.参见:倪震 电影与当代生活[J] 当代电影,

１９８５(２):２０Ｇ２７;倪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电影表现当代生活[J] 当代电影,２０１２(１):４２Ｇ４７.另见:陈玉侠 从服饰、电影、歌曲

看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１９６６－１９８０年代)[D]合肥:安徽大学,２０１０
此判断为当时任«大众电影»副主编的马锐所言,参见:刘珏欣«大众电影»:一本杂志的６０年[J]南方人物周刊,２０１１(４３):８６Ｇ９１
参见 NEGTO,KLUGEA．Publicsphereandexperience:towardananalysisofthebourgeoisandproletarianpublicsphere

[M]．LABANYIP,DANIELJ,OKSILOFFA,tran．Minneapolis,Lond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１９９３．



介,犹如立体主义绘画,早期电影是以电影方式存在的现代主义发明了一个词语‘白话现代主

义’,描述那些年代电影在文化中的位置”[９],讨论了美国早期电影中现代性的公共氛围与影像媒

介、电影观众的形塑问题①.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特纳辨析电影研究的诸多方法后,认为“在这

些例子中,电影甚至不是最后探寻的目标,但是关于表征(representation)的宽泛讨论的一部分———
是电影或者电视代表的影像、声音、符号制作的社会过程”[１０],后者基于电影活动本身考察电影如

何通过自己的媒介特征和媒介形式介入与建构观众的文化生活,其中所涉及的社会因素在知识构

建上与我们考察的话题有一定差距.
无独有偶,关注艺术媒介发展的社会学因素,同样在艺术史中出现并形成欧美第三代艺术史学

方法,它“虚拟了一个隐形的‘绘画观者’,并在观者和文本之间创造出一种观看机制.艺术史家的

工作就是,通过对图示的解码,在满足观者内在心理驱动的基础上,探察艺术作品(群)、社会实践、
观者三者之间复杂的意义纠缠”[１１].被誉为第三代艺术史学代表的美国社会艺术史,以艺术史实

为基底,通过各种史料的运用,对资本主义文明尤其是现代文化景观实施解码和读解.但对于一种

处于转型时期的文化而言,回溯历史进行的逆向性解码不应作为一种选项,而应以艺术媒介逻辑为

前提,发挥媒介的娱乐性,积极参与构建民众文化生活,这才是当下我国电影文化的现实问题和长

久愿景.电影对观众电影(文化)生活的介入与建构,强调电影以自己的媒介逻辑,通过电影的媒介

表现形式介入(引导、改变、构建)观众的文化生活.以美国为主的英语学术界中,与此命题相关的

是“艺术与公民的公共生活”.杜威认为,艺术是“业已存在的最有效的传播形式”[１２]２８４,“最为普适

最为自由的形式”[１２]２７６,“以最纯粹最清净的形式进行传播”[１２]２４４.在杜威眼里,民主社会的建设,
艺术是社区公民最为紧密的中坚力量,就建立各种认同(个人认同、种族认同、国家认同)、消除各种

隔阂、发展富有人性质感的日常生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后,艺术史(电影、视觉艺术)、
政治学、传播学、政治学等领域,均开始关注艺术媒介对社会生活与观众日常生活的关系②,尤其是

传播学领域的观众研究较为突出,但传播学强调的是媒介对观众的建构而缺乏话题位移之后的有效

建设.
因此,电影对观众文化生活的介入与建构就在社会学、电影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背景

下,基于电影之媒介逻辑,对观众文化生活的电影部分进行考察,其角度是多样的,既是以史学路数

切入的历史研究,亦为以实证方法展开的当下性研究.

二、百花奖的评选与民众的电影参与

第一届百花奖的评选始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号«大众电影»,评奖启事将其定位为“国产影片群众性

评选”,准备遴选出１５个奖项,名义上以«大众电影»为挂靠和依托单位,具体操作由中国电影家协

会完成,主管方是文化部、中国文联等.观众对百花奖的参与显示出极大热情,收到选票近９０万

张,当时任编辑的沈基宇回忆:“我们就邀请了女三中(即现在的北京市第１５９中学)３００多位同学

协助,请她们轮流用‘手工’繁琐的办法,及时地完成选票的统计工作.当获奖者与女三中同学联欢

时,她们向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而获奖者再三表示:‘你们辛苦了,有许多同学参加了统计选票

的工作,感谢你们!’”[２]崔斌箴则认为收到了１１７９３９张选票,并提到了评选中的一个典型事例:沈
阳玻璃厂有职工４０００人,但选票只有一张,为了充分尊重工人意见,用大红纸把候选影片公布于

众,请大家预先讨论,最后民主集中,经半月时间,全厂投出了慎重的一票[１３].历史材料显示:«大
众电影»“百花奖”对民众电影生活的介入和建构,其力度之强、范围之广,超越了电影史的其他时

①

②

参见 HANSENM．Babelandbabylon:spectatorshipinAmericansilentfilm[M]．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

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１;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J]
包卫红,译当代电影,２００４(１):４４Ｇ５１

对于其他学科的影响和运用,参见:REESES,OSCAR H,GANDYJR,etc．Framingpubliclife:perspectivesonmediaand

ourunderstandingofthesocialworld[G]．Mahwah,NewJersey:LawrenceErlbaum Associates,Publishers,２００８．



段.观众与“百花奖”的紧密关系在１９６３年的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中更为明显,选票数高达１８万

余张.有读者写诗说:

　　亲爱的演员,亲爱的编导,
你们可曾知道,我正凝神思考.
望着候选名单,一行一行寻找,
究竟谁个最佳,一时把人难倒,
不,应该说各有千秋,
只怪百花奖太少![１４]

需要指出的是,“百花奖”的评选并不是在主办方提出之后观众积极参与的单向过程.“百花

奖”的获得只是第一步:民众对他们的肯定.获奖人员还获得了政治上的确认,崔斌箴说:

　　１９６２年５月２２日,首届“百花奖”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开场.郭沫若、谢觉哉、周扬、夏衍、
陈荒煤、蔡楚生等各界领导人出席颁奖晚会并为获奖者题词,以墨宝作奖品.其中最佳女演员

祝希娟获赠的是郭沫若的书法题联:“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最佳男演员崔嵬获

得的是老舍的题词:“贞如翠竹明如雪,静似苍松娇若龙.”当天庆祝晚会上,周恩来总理、陈毅

副总理也与获奖者见面并合影留念.[１３]

对于“百花奖”的政治确认,从文化研究角度看,很容易得出“政治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生活的

干预与介入,甚至规劝”之结论.而实际上,文化研究的结论与“百花奖”的社会语境在知识质感的

精细方面还有一定差异,甚至这种语境差异会带来文化价值的错位,我宁愿用“国家主流的核心价

值与民众生活的结合与引导”进行概括,这样更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现代文化重建视角下国家主流政

治意识形态对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之实情.对于评奖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电影评论家罗艺军一针见血地指出:

　　培养高尚的审美趣味,提高艺术欣赏水平,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每年

多达二百多亿观众人次的电影,在建设精神文明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异常巨大的.每一次电影

评奖,应该成为一次社会性的审美教育活动.高尚的艺术作品能够提高群众的鉴赏水平,庸俗

的作品则败坏群众的欣赏趣味.反之,群众的艺术趣味又必然会影响艺术创作,造成良性循环

或者恶性循环.电影评奖对电影创作和电影鉴赏两者都要起促进和提高的作用.[１５]

如果“百花奖”的评选是从“群众中来”的体现,那么利用“百花奖”对观众进行返回式教育则是

在政治确认之后———“到群众中去”———主流价值对观众电影生活的塑造,也是“国产电影”生产机

制在放映结束之后的“电影对观众的二次回流”.为此,崔斌箴进一步指出:

　　２３、２６日两天,获奖人员先后到石景山钢铁厂、驻京部队、学校与群众举行联欢.演员所

到之处,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目睹自己选出的明星.获奖人员走进了观众,“百花

奖”也掀开了新中国群众性电影评奖历史的第一章.[１３]

返回式教育旨在通过“百花奖”的评审,对民众电影生活进行更深层次引导.第三届评选规则

进行了修改:“为了听取更多的工农兵观众对电影的意见和要求,使电影艺术更好地为工农兵,为我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三届评选已改由中央文化部、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解
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联合举办,并且向全国各地城乡的广大电影观

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广泛征集选票.”[１６]显然,即便在后期出现了一些变化,“百花奖”对
观众生活的介入范围和程度都在逐步扩大.

对观众生活介入幅度的扩大在新时期电影活动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大众电影»“杂志的巅峰是

和百花奖一起来临的１９８０年,中断十多年的百花奖举办了第三届评选,选票随«大众电影»发
放,收回近１４０万张,远高于第一届的１１．７万张和第二届的１８万张.１９８１年,第四届百花奖收到

的选票高达２００万张”[１７].



三、“百花奖”、明星与民众电影生活的提升

理查德布茨的«美国受众成长记»一书谈到电影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打造(making),电影

院从店铺发展到电影宫之后,电影观众发生了巨大变化,涌入电影院的不再是镍币影院的“城市移

民劳工”阶层,中产阶级成为主力军,电影院在经营方式上特别注意“道德化”“礼仪化”,从而为女

性、儿童以及家庭的观影创造良好环境.这样的革新,整体上改变了电影观众的文化生活,促成了

美国电影审美趣味的转向[１８].回到我们讨论的话题,１９８０年代在我国国民文化生活的塑造中①,
这个现象仍然存在.

“百花奖”对民众文化生活的介入,影像文本是最为直接有效的切入点.以电影«瞧这一家子»
为例,父亲与女儿、徒弟有这样的对白:

　　徒弟:师父,我们想用电子技术改造织机.
父亲:我告诉你们! 眼下最重要的是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多生产保质保量的毛

料子才是正经大事.光惦记偷个懒取个巧可不成.
女儿:搞自动化和偷懒儿取巧根本是两回事儿.
父亲:还要自动到什么样儿啊? 想当年我当学徒那会儿,脚踏机器手换梭,一天累个贼死

还挣不上几斤杂合面儿.现在可好,一事儿的大马达,不就是多走几步路吗? 啊?
徒弟:师父! 将来织机用电子控制啊,连人都不用.
父亲:那你干什么去?
徒弟:我那当然还是干活儿咯!
父亲:这不结了! 让我总结,就一个字儿:干! 出大力流大汗,不干就建不成社会主义.
女儿:不搞现代化,社会主义也建不成.
父亲:现代化,那是大学问.上级自有安排,咱们啊,还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吧.②

这些鲜活生动的对白,把父亲和女儿之间的代际差异、特殊年代民众工作(事业)与家庭生活密

不可分的状态,有滋有味地传达给观众.当然,还可觉察到,文本中普通民众对国家以改革为核心

的主流话语的转换,甚至在审美通感的层面还存在观众与电影角色之间情感经验的映衬,等等.电

影«瞧这一家子»用喜剧方式巧妙地把国家的“文革”伤痕、国家现代化转向等主流话语与两代人的

温情、日常生活等民众话语缝合于一体,外加并不十分完善的曝光技术所带来的在色彩、光影方面

形成的特殊影像质感,“八十年代”③氛围被表现得活灵活现,使得观众在笑声中不断回味,妙趣横

生.除此之外,其他喜剧影片如«甜蜜的事业»«喜盈门»等,作为“时代精神”的表征,除了在观众中

获得共同而广泛的观影认同外,还有一个相同的归属———«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影片.«大众电

影»利用自己的阵地,充分调动全国观众积极参与“百花奖”的评选,以实现“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

①

②

③

我们的老师辈也注意到了电影与民众生活的塑造,在讨论谢晋电影时,有人指出:“谢晋的影片,往往由特定社会政治语境出

发,着意表述中国现当代历史的过程.谢晋对现象世界的敏感和领悟、概括与归纳,使作品直接显现出电影家的心灵运行轨迹,表现出

了积极的大众影响力.谢晋重视的是独特的人生体验,是日常生活的经验,是时代的生活史、情感史.谢晋通过独特人物命运的描写来

反映历史风云,彰显社会与道德伦理的精神力量.面对实践生活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增加与时代变化发展相切合的社会意识和现实力

量.”参见:丁亚平理性与生活的电影塑像———谢晋电影的再评价和文化分析[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４):５Ｇ１０
人物对白为笔者依据电影文本进行的扒词.

当下的“八十年代”具有三层意义:一是作为时间意义的历史时段,主要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同时与“新时期”相呼应;二是从历

史文化特质来看,是这一时段历史文化风貌的概述;三是作为历史文化研究的知识范式来说,经过当代文学的研究实践,被视为解说该

时段历史文化现象的一种知识范式,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与价值.参见: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２００６;洪子诚,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王尧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３;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群众来回答”①之创办目的,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电影界与观众的良性互动关系.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这样描述«大众电影»与当时观众之间关系:背上了

“好色之徒之名”,但“就是要美! 文字的美、画页的美、编排的美、内容的美,封面也要漂亮女演员的

漂亮照片”.为此,在编读之间甚至引发了“接吻照、电影话语政治问题”[１７]的大讨论.虽然文章描

述的问题由«大众电影»引发,但作为其衍生而来的“百花奖”与该理念密切相关———即“百花奖”与
民众电影生活的互动.３０年后«南方人物周刊»的这篇文章,再次把这一现象提到面前,即如何在

电影媒介逻辑基础上反思电影对该时段生活的介入,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艺术问题

和文化现实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关于电影对民众生活的塑造,陈玉侠说:

　　作者选择了与人民生活最为相关的三个方面:服饰、电影和歌曲进行研究,运用这三个方

面反映文革十年的社会生活,意在表明:文革时期的政治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总结文化大

革命的历史教训,就要敢于克服制度上的种种弊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大胆地推进全方

位开放战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１９]

这里从“服饰、电影、歌曲”三个方面考察１９８０年代民众的生活,这确实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服饰、电影、歌曲”均在«大众电影»及“百花奖”里体现出来.电影通过自己的媒介逻辑和电

影生态的独特性,有效整合了这三个方面,从而以明星、流行音乐、时尚等多种方式出现在民众生活

中,并在契合主流社会诉求之下获得政治正确性,进而大幅度进入民众日常生活甚至私人生活.
就现有资料来说,对民众生活的联系主要体现于«大众电影»杂志上,为此杂志社专门成立了

“读者来信组”,开辟“大家评”“征文选登”“读者论坛”“座谈会摘录”“观众来信来稿选登”“争鸣之

页”“诗歌”“对话”“民意调查”“影院人语”“电影漫画”“诗配画”等栏目,编发观看动态和电影时评.
相比之下,“百花奖”对民众电影生活建构的资料远远不如杂志丰富.但作为«大众电影»主办的电

影评审活动,它们互为“共谋”,逻辑一致,即“人民———权威的评判者”.然而,实际效果却是,评奖

结果并不是“人民”在评判电影,而是电影在不断地“教育”“改造”人民.
三次获得“百花奖”最佳女演员、一次获得最佳女配角的刘晓庆便是这样的典型.由于刘晓庆

当过兵,以她为例,«电影评介»杂志刊发了一篇来自解放军１５９医院胡舒、汪霞的调研报告,这份报

告颇有“新闻典型性”,报告指出:

　　刘晓庆曾当过兵,那么她究竟在现在女兵心中的地位怎样呢? 不久前,我们和一些女兵们

做了些有关的讨论谈到刘晓庆的一些银幕创作,较多的女兵认为,她们并不感到刘晓庆的

表演有什么特别谈到对刘晓庆的个人印象,百分之九十五的女兵把刘晓庆作为自己崇拜

的偶像,百分之五的女兵抱有成见.女兵们说,他们之所以把刘晓庆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那

是她们觉得刘晓庆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典型的东方女性,在她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姑娘闪光的东

西.这样讲的女兵大都联系到刘晓庆自传“三部曲”刘晓庆率直、诚恳、大胆、泼辣,这正是

每一个人所崇拜的为什么别人不敢做的自己就不能做,为什么别人不敢讲的自己就不能

讲呢? 刘晓庆敢说敢干、敢做敢为,这正是刘晓庆的可贵所在.[２０]

在这段较长的文字里,不仅可以看到作为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刘晓庆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也看

到一位明星(包括与明星相关的“材料”)对民众性别认同、职业认同方面鲜活生动的影响,这种影响

已渗透到价值观之中了.
无独有偶,以刘晓庆为代表的大众明星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还有一个典型例子.上海沪西工人

文化宫影评协会与上海市青年影评协会曾对上海观众眼中的刘晓庆做过调查,“专题调研综述”指
出,“今年三月,我们曾在一百多家工厂、四百多位观众中做过调查,观众在‘你最喜欢的女演员’测
试中,把刘晓庆列于榜首”,经过对“合格调查表６８４份”,来自“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党委书记,

① 该文为周恩来总理１９６１年在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参见:崔斌箴
“百花奖”的初起[J]大众电影,２００５(１３):５１Ｇ５３



厂长,经理;工会主席,工人;国家机关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生产第一线操作工,服务行业的售货员,
业余影评等”的调查,得到如下归纳与分析:

　　观众对她的青睐是因为她的表演适合了中国老百姓的审美口味生活中各类各样的人

物,观众都盼望刘晓庆在银幕上扮演,这虽非刘晓庆所能胜任,但由此也可看到刘晓庆在观众

心中的位置.[２１]

如果把明星对观众的影响看成顺向过程,那么作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群众影评集中地,沪西工

人文化宫影评协会的这次调查,可以反向呈现明星进入观众电影生活的直接性.沪西工人文化宫

专门邀请刘晓庆参加他们组织的“刘晓庆表演艺术研讨会”,接受民众访谈.明星直接参与民众电

影生活的这些活动,只有那个时代、那种电影生态才会出现.在电影产业化的今天,如不依据产业

的商业逻辑运行,既无法想象也无法实现.
明星对民众生活的引领不仅体现在女明星身上,男明星亦同.杨在葆在演完«血,总是热的»之

后,专业的电影刊物是这样写的:

　　拍完«血,总是热的»,杨在葆真有一吐为快之感.他希望罗心刚能打动、感染观众,可又有

点担心这类影片不会有很多人爱看.然而影片在全国上映后,反映之热烈,影响面之广,大大

出乎他的预料一时间,观众来信像雪片似地飞来,有机关干部的,有学校师生的,有工人和

战士的,几乎遍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观众们由衷地感谢他所塑造的罗心刚,说出了他们的

心里话.一位大学生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从里根总统、球王贝利想到您———杨在葆

同志,你可曾想到过改行? 你演的代理市长肖子云,他那襟怀坦白、忧国忧民、勇于负责、敢想

敢为的性格,给了我深刻的教益和巨大的鼓舞,当代的中国多么需要这样的好干部啊! 我

感到你完全可以当一名好市长.”[２２]

在观众眼里,电影不是“白日梦幻”或“现实之窗”,而是鲜活的现实生活引领者,在电影塑造的

角色身上激荡着时代的精神,成为“伟大的时代的肖像”.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电影和电影评奖,不断

地激励着观众.
可以说,１９８０年代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百花奖”对民众电影(文化)生活的建构,便是以电影

为中介,借助“百花奖”这一评奖机制,通过时尚、明星,调动观众参与电影生产的积极性,在电影文

本、明星活动与电影观看、时代背景的交织中,建立观察社会、反思人生的通途.这种通途开启了观

众参与电影活动的强烈愿望,促成了电影对观众文化生活的建构.有意思的是,民众与电影的互动

关系,甚至逆向性地塑造了电影的媒介特性.为此,时任«大众电影»编辑部主任的马锐先生,认为

群众性是电影的重要特性:

　　这里,涉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承认和强调电影艺术的一个最重要的特

性———电影的群众性不论中外电影理论,都一致认为,群众性是电影艺术最重要的特性之

一.这不仅由于它是最富表现力的综合艺术,它的直接诉诸视觉和听觉的表现手段能掌握和

影响亿万群众,也由于在它技术上包括传播手段的优势,一部影片可以翻印几百个拷贝,同时

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放映,使它成为最大众化的艺术电影大师希区柯克电影大师卓别

林大师的成功,一个主要原因是:尊重他的观众,琢磨透了他的观众,不懈地创造性地发挥

着群众性———这一电影特性.[２３]

把“群众性”视为电影的特性,很多人并不赞成,但它对观众的尊重却是真诚的.

四、电影的知识位置:群众影评与专家评议

对于“百花奖”的评选,学术界往往把它和群众影评结合起来,甚至称之为群众影评的变体.

１９８０年第６期«电影艺术»以本刊记者名义刊发«人民———权威的评判者»一文,认为群众是电影的

权威评判者:

　　电影本来就是最富有群众性的艺术.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电影每年观



众达到二百多亿人次,电影不仅在影剧院、广场放映,而且通过电视播送,深入亿万家庭,和广

大观众保特着异常密切的联系.当然,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电影才可能真正属于人

民.它反映人民的生活,表达人民的意愿,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又接受人民的

监督和评判.“百花奖”就是人民大众实行他们监督和评判电影创作的权力的一种良好的形

式.[１４]

艺军在«电影评奖与获奖电影»一文中,亦持有相同观点:

　　电影评奖,是一种电影评论的特殊方式.这种方式对一个年度的电影创作作比较全面的

检阅,影响也比较大,是其它的评论方式所不能代替的,各种电影评奖代表不同方面的意见,从

不尽相同的角度对电影加以品评,实质上也就是电影评论中的百家争鸣.这种争鸣方式,是创

作繁荣和思想活跃的产物,它又促进电影繁荣发展和思想的活跃.[１５]

这些论述都离不开一个潜在的知识逻辑,即评奖与群众评论的等同.其实,电影评奖与电影评

论的相同处只是在文本评介这一初级层面.评奖作为电影生态的一种重要机制,以之为核心事件

而形成集电影营销、明星时装秀、文化展会、影迷文化、城市旅游等一体的“电影节空间”,叠合了“经
济、文化地理、美学、政治”等多项议题.电影评奖与电影评论具有差异性,如果过度强调评奖活动

与影评的等同,从而忽略评奖的丰富性,这就拒绝了学科知识进入观众生活的可能性,忽视了电影

介入观众生活的专业性.就实际操作而言,被忽视的这一点反而被其他学科注意到了:

　　在中国电影的生存和发展中,明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无论是在中国电影的早期或以后的

各个阶段,明星的诞生和观众在某种程度上的热忱,都形成了极好的对应,它是电影和观众之

间的理想纽带,因为明星所塑造的不同艺术形象.不仅寄寓了观众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而

且作为一种移情客体和交流客体,明星无疑是合适的角色新时期的明星之路,是由两条渠

道开创的,作为两条渠道的标志是重新恢复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多少

试图带上明星桂冠而又毫无愧色的演员,都在仰慕这两个“判决”,以至每年五月的双奖大会弥

漫着中国电影和电影明星崇尚的狂热.[２４]

明星、评奖、文本三者关系密切,“文艺社会学”的分析表明学术界已逐渐意识到评奖、明星等电

影生产活动与观众生活的互动关系,这种新的认识需要“主流话语Ｇ民众话语Ｇ知识话语”的调和.
当然,不论是意识形态的认同还是民众生活的介入与表达,均无法绕开电影的专业性,都需要

共守媒介的自身特性和影像逻辑.这个空间可称为影像(媒介)的美学空间,由专家进行评判,体现

一定的知识权力.为此,注重专业评判的“金鸡奖”应运而生,“政府奖Ｇ百花奖Ｇ金鸡奖”的格局形

成.这样的评奖格局无疑会带来主流意识形态、观众电影选择和专业美学话语之间的冲突.第六

届金鸡奖的评选便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与爆发[２５].依据专业标准,评委投票选定«野山»作为金

鸡奖获奖影片,然而官方与民众看重的«迷人的乐队»«咱们的退伍兵»却落选了.意识形态、民众、
知识三种话语的博弈,致使评审结果推迟,过程的反复已超越评奖本身.次年第七届金鸡奖的评选

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评委会主任委员谢晋坚持说:“‘金鸡奖’要鼓励那些有深刻思想内容,反映

时代精神,在艺术上有创新,对电影事业有新推动的作品.在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领导、专家、群
众的观点出现大裂痕,是时代的必然,这正是有可能出大作品的时候.如果所有人都是一个脑袋,
国家就没有希望了.”[３]

当然,笔者在这里并不想鼓励什么或贬抑什么.客观地说,即便是政府奖的评选,也需要专家

团队.当时专家秉持的电影观念并不一定全对,但上述事件至少表明电影评奖在建构民众电影生

活过程中的复杂性,它不仅仅激荡着观众,而且还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到专业知识的熏陶和

引领.这样,电影知识、主流话语乃至知识精英的价值取向,都被糅合其中.

五、结　语

１９９０年代以后,中国电影生产机制依然无法摆脱这种复杂的格局,结果是在电视、录像等新兴



媒介的夹击下,在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中国电影走入了两种歧途:一是政治话语下对电

影产业独特性的漠视;二是资本对电影生产的无节制操控.尤其是后一问题,把新世纪以来的中国

电影完全交付给商业资本,“性”“暴力”“笑”之类商业元素被无端放大,致使核心认同缺失.为此,
如何“娱乐”民众,尤其是在一个传统大国语境下制作出代表自身文化身份的优质电影,通过对民众

新的电影生活的介入,重获观众喜爱,理应成为电影产业发展的根本问题.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需
要重新清理电影史学知识.而关于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主流(正统)叙事,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电影

美学(第四代及第五代电影创作、电影语言创新)、社会语境(电影对历史伤痛的表现与反思)、体制

转换(电影娱乐性讨论)等精英文化视角,所有这些都无意识地透露出电影媒介的强大主体性,亦即

历史写作中的“电影本位主义”或“电影中心主义”.然而,与迅速飙升的电影产业指数相比,电影消

费与民众生活构建的功效却成反比下滑,如何从各类电影机制等更为开阔的电影空间思考电影研

究的重构,已成为一个重要方向[２６].其次,在“政府Ｇ百花Ｇ金鸡”评奖体系内生产的电影,渗透着严

格的“主旋律Ｇ通俗Ｇ艺术”的分类逻辑,使得现阶段的电影生产要么商业电影艺术化(精英取代大

众),要么意识形态化(政治取代娱乐),始终无法找到“主流Ｇ娱乐Ｇ知识”三种话语的有效衔接.因

此,呈现与反思该时段电影评奖对民众观影活动的调动与介入,不仅理应成为新时期电影史不可或

缺的部分,而且对当下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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